
□ 贺敬之研究

弘扬精华 昭昭诗道

———贺敬之诗歌创作理念与实践典要

张 永 昌

贺敬之的自由体政治抒情诗，如《放声歌唱》
《十年颂歌》《雷峰之歌》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等，
主题深重，党、祖国、人民、英雄在贺敬之笔下，写
得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气势磅礴，激情暖胸怀，形

神昭日月，开一代中国气派的豪放诗风。实践孕
育真理念，真理念引领实践。贺敬之的诗歌创作
实践同他的诗歌创作理念，互为表里，相互推动，

以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经验，对于我们今

天培养优秀诗人，熔铸高峰作品，繁荣社会主义文

苑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这
里，我们仅就其关于新诗的定位、诗歌题材二重论
和按照美的规律创作等方面，作些粗浅阐发和诠

释，以其精华，昭昭诗路。

一、中国新诗的定位:雅俗共赏

新诗的定位，是个关涉到新诗发展道路和方

向的根本问题，是个关涉到诗歌为谁服务和怎样

服务的核心问题，是个关涉到诗歌灵魂和生存的

命运问题，是个关涉到诗歌以怎样的美走向未来、
走向世界的问题。贺敬之 2001 年在回答“中国新
诗在古典诗词、民歌传统和外国诗歌精华这三座
高峰中，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”时，首倡并明
确定位为“雅俗共赏”。他说:“我个人的体会是，
雅俗共赏实际上是最难的，是极高的艺术境

界。”［1］这里两个形容语都是最高级而不是比较
级，彰显立于险峰的人，方览无限风光，方看准起

点和归宿:“我们中国的诗歌要有自己的特点，追

求民族语言、民族风格和民族审美趣味。社会主
义诗歌天然要求争取更多的受众，它本质上是属

于人民的。”［2］贺敬之对新诗的明确定位，源于文
艺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总方针，它
综合了新诗发展道路和方向、内容和形式、普及和
提高等诸方面的明确要求，体现了诗歌发展自

《诗经》以来具有鲜明人民性的光荣传统。贺敬
之不仅从诗歌属性和为谁服务的高度回答了雅俗

共赏的根，而且成功创作了许多探索雅俗共赏的

经典名篇。
雅俗共赏，过往人们多从诗歌语言方面考量，

这无疑是有道理的，无可厚非; 但对于贺敬之的政

治抒情诗，单从语言方面分析是不全面的。当我
们深入《放声歌唱》和《雷锋之歌》等作品的艺术
境界时，令人神往和击掌的不只是其平凡而华美

的语言，而且还有其取材、构思、布局、运作、组场
等各系统功能的综合质朴效应。文如其人，贺敬
之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，为我们的立论提供了

很好的根据。他常说“艺术质量的提高包括内容
和形式两个方面。艺术美必须要讲求形式美……
但更重要的还必须有深刻动人的内容才行”，［3］

这里内容和形式两个系统还可以细分。在贺敬之
的诗歌创作笔下，各个系统诸环节，相互制约，又

相互独立照耀，结果，那灿烂辉煌的感性，不是一

个环节的独唱，而是诸多环节的合唱，把党的伟大

坚强、人民的创造伟力、祖国的繁荣富强等这些回
荡于群众心海的声音，通过诗意化的处理和通俗

易懂的活泼语言，达到雅俗共赏。如《放声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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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》:“汽笛 /和牧笛 /合奏着，/伴送我 /和列车一
起 /穿过深山隧洞; / /螺旋桨 /和白云 /环舞着，/伴
送我 /和飞机一起 /飞上高空。”［4］在这里，没有华
而不实的词藻渲染，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缠绕，有

的是顺其自然的对仗句式，随心捡来的通俗语言，

把深邃的意境表现得有声有色; 把开阔的意境，表

现得敞亮纯净。两种意境合在一起，生动醉人，使
人大开眼界。
为了创作与时俱进的雅俗共赏的政治抒情

诗，贺敬之着力于诗歌题材的经略和运作: 比如取

材于主流社会实践，聚焦于先锋人物的先锋业绩，

以便情与事相互激荡，奏响主旋律，迸出感性的灿

烂; 又如将情既当作提高主题、深化内容的动力，
又当作诗歌题材加工制作的对象，以丰富情的功

能; 又如为凸显诗歌题材的动态表现力，常将人们

熟悉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情节，当作情感载体，让受

众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情融事理，成就雅俗共赏。
像这样的诗句，俯拾即是。
为了创造雅俗共赏的至高诗艺美，贺敬之同

志将多种诗外艺术的表现手法改造为诗法，更彰

显创造雅俗共赏的能力。诸如小说的细腻描述，
散文的清丽凝露，戏剧的场景对白，电影的粗大笔

触，论辩的严谨锋利，音乐的节奏旋律，舞蹈的肢

体流动，绘画的明暗虚实，漫画的幽默夸张，等等，

诗人在创新雅俗共赏中都运用得天马行空，足迹

令人共赏不辍。例如: “在我们 /万花起舞的 /花
园里，/ /我看见 /花瓣 /在飘洒着 /露水; / /它同: 春
风。 /秋雨。 /晨雾。 /夕阳……五月——— /麦浪。 /
八月——— /海浪。 /桃花——— /南方。 /雪花——— /北
方”［5］等。
雅俗共赏的综合艺术效应，主要体现为多种

表现手法所营造的环境，即氛围、意境、情场、气
场、节奏、旋律之中。环境中的人物、情节、语言，
各种要素同环境以及各种要素之间，相互作用、制
约、规定。比如，雷锋过去“那些没有光亮的晚
上，那些没有笑意的面容”，显然同“听候每一次
的队前点名”，其情韵效应是很不一样的。“人
民”、“革命”四个字，是人们嘴边、报刊常见的两
个词，是公文、论文常见的两个概念，但在《雷锋
之歌》中，却铸成了光彩夺目、振聋发聩的两个诗
句:“呵，雷锋，/你白天的 /每一个思念，/ /你夜晚
的 /每一个梦境，/ /都是: /人民…… /人民…… /人

民…… / /你的每一声脚步，/你的每一次呼吸，/ /
都是: /革命…… /革命…… /革命……”［6］

这里，白天的思念和夜晚的梦境，每一声脚步

和每一次呼吸，都是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现象; 但

经情思运作构成的意境、情场，同人物互相融合规
定，使“人民”、“革命”两个抽象概念，变得如棋局
中两个棋眼，坚挺如铸，活灵活现，雅俗共赏，其味

无穷。
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雅俗共赏方面的追求和

探索，给我们三点启发: ( 一) 雅俗共赏是一种诗

艺至高美，它不只是诗歌的语言效应，而首先是诗

艺的综合效应; ( 二) 诗是内在情思的语言外化，

内美决定外美; ( 三) 多种诗外艺术的表现手法，

经综合，可创新。雅俗问题的提出与阐释丰富了
中华传统美学的内容，雅和俗应成为中华传统美

学的重要范畴，雅俗共赏应成为中华传统美学的

重要原理。

二、诗歌题材二重论:情景结合

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。从诗歌产生之
日起，诗歌与情的关系，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贺敬之关于“情”是诗歌主导题材的探索，打开了
诗歌由题材渡向美的桥，是对这个热门话题的突

破，具有经典意义。
我国古代文论中，诗话最为活跃，情在诗歌创

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法丰富多彩，但均未突破

西晋陆机的“诗缘情”和唐代白居易的“诗根情”。
“缘”的基本含义是由、起、因为等;“根”的基本词
汇含义是本、原、依据等。综合常见的人们对“缘
情说”和“根情说”的诠释，不外乎情是诗歌的生
命、灵魂、特质等。直到现当代，把情作为充实诗
歌主题和内容的动力和手段，把情作为照亮诗歌

语言的光源等。这无疑是可贵的符合实际的，是
对诗歌美学的贡献。但是，这里强调的是情塑他
美他能动的方面，它有没有被塑被美被动的一面

呢? 它被掌控的方面，能否叫做诗歌题材呢? 诗

歌创作早已给予了明确回答，诗论却在其面前徘

徊。当今的“抒情诗”、“诗抒情”，距突破这层窗
纸已近在咫尺。谁能捅而破之，需要真知灼见的
理论智慧和大胆自信的理论勇气。实践出真知。
善思凝珍论。功于诗苑的辛勤园丁，步步芬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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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敬之在一个诗歌小型座谈会上，当大家议论起

诗歌题材时说:“诗的题材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，就
是一个字，情，写什么都好，都是为着吐出这个情

来; 而不一定按照事件来分题材的类别，诸如工业

诗，农业诗。”［7］针对这段话，易征指出: “从抒情
诗的本质来体味，那么这未尝不是一席知诗者

言。”诗歌评论家李元洛针对这段话也指出: “这
是深知诗中三昧的见解。”［8］

贺敬之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大诗人，是一位

科学素养很深的文论家，以上那段引文，他一定经

过诗学责任心的反复过滤和再三推敲，尽管是小

型座谈会上的随谈，但他具有“不想成熟不
谈”［9］的习惯，所以，仍不失立论的严谨深邃，不
失探讨求证的审慎谦逊。这段堪称经典的随谈，
我以为其基本内涵是: “或者也”，连同后一句的
“不一定”，这里的语言逻辑，是不排斥并认可已
经流行的诗歌题材; “写什么都好”，这里的“什
么”就是已流行的诗歌题材，诸如工业的、农业
的、科技的等。在此认识基础上，贺敬之进一步展
示了诗歌题材新说: 情，“写什么都是为着吐出这
个情来”。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含义: 其一是“写什
么”服务于“吐出这个情”，突出了情作为题材对
其他题材，景物或人事的制导、可塑的能动作用;
其二是情被其他题材描述充实、强化的被动性。
情作为诗歌题材，既能动又被动，揭示了情在诗歌

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辩证性。这样看来，诗歌
题材是个大系统，它起码可以分为情和景或物两

个次系统。在实际的诗歌创作过程中，情景两种
题材，处在不同的地位，起着不同的作用，情制导

掌控景，景充实服务于情，在情理渗透中，情景互

相给予、吸收、规范、提升、照顾，即情景互相对象
化，从而不断创造不同层次不同序列的意象和意

境的审美境界。我们把这种经诠释的辩证题材论
叫做诗歌二重题材论。
诗歌题材二重论，首先对诗歌题材划分标准

提出了挑战，以在诗歌创作中所处地位和作用不

同为标准，取代以社会生活或社会实践领域不同

为标准。进而突破了《辞海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文
学辞典》等工具书关于文艺作品“题材”定义的狭
隘眼界:“即作品中具体描写的、体现主题思想的
一定社会、历史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。”［10］它
的缺陷显然囿于西方美学追求“真”的美，强调模

仿和写实。而中国传统美学追求“善”的美，强调
抒情和言志。诗歌题材二重论是中国传统诗论中
“诗缘情”和“诗根情”说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
的必然结果，现当代流行的“抒情诗”和“诗抒情”
理念为其佐证。贺敬之的诗歌题材二重论是从审
美视角的考察，它揭示了诗歌题材同诗美创造的

联系，揭示了诗歌题材结构同美的结构的统一，拓

展了诗歌题材的广阔空间，阐明了情景互相对象

化在诗歌创作中的能动功能，把情和景都放在可

操控、可改造、制作的可塑地位，丰富了诗艺观，发
展了诗学论。
贺敬之的诗歌题材二重论，是他的政治抒情

诗具有鲜明个性的根。诗艺要在诗歌二重题材的
相互作用上多下工夫。他的诗歌，抒情束放自由，
束而不僵，放而不狂不乱，情致掌控恰到好处。如
在《雷锋之歌》里，为响应毛泽东“向雷锋同志学
习”的号召，诗人把自己难以扼制的激情同千山
万水的响应结合起来，琅声接应: “啊! 响起来，/
响起来，/响起来吧! / /———我们阶级大军的 /震
天号声! /敲起来，敲起来，/敲起来吧! / /———我
们革命人生路上 /这嘹亮的晨钟! / /看，站起来，/
你一个雷锋，/ /我们跟上去: /十个雷锋，/百个雷
锋，/千个雷锋! …… / /升起来，/你一座高峰，/ /
我们跟上去: /十座高峰，/百座高峰，/千条山脉
啊，/万道长城! ……”［11］在这里，学习雷锋的激
情同“震天的号声”和“嘹亮的晨钟”相结合; 学习
雷锋的成果，表现为递进的百座高峰、千条山脉、
万道长城，情景结合，静中有动的意境。

三、遵循美和创造美的规律

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，开卷，那励志雄风扑面

而来，接着是荡气回肠的情感潮流，振响金玉之声

的琅琅语言，亲切感人的诗艺形象，令人爱不释

手，百诵不倦。这强劲的诗艺魅力从何而来呢?
掩卷沉思，除前谈两点外，便不难发现紧紧相连的

如下两点: 遵循了美的规律，“美不自美，因人而
彰”［12］，遵循了创造美的规律，形象思维规律或
审美思维规律。如“长白山的雪花珠江的水，/为
什么祖国江山这样美?”［13］这样的美语妙句，既
是诗艺的审美抒情，也可看作美学的理性追问，自

然风物为什么是美的? 这是美学要回答的基本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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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也是长期以来困惑美学家们的难题，业内专家

学者争论不休。有的认为美是客观的，同人没有
关系; 有人认为美是主观的，美在心不在物; 还有

的认为，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。真理越辩
越明，尽管大家都在朝着真理摸索前行，但以上观

点囿于主客二分的反映论局限，难以探明真象。
有的人超越反映论，坚持天人和合前提下的体验

说，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，美既不全在物，也不

全在心，而在心和物的关系。美究竟是什么? 贺
敬之在政治抒情诗《向秀丽》中，借题发挥，一鸣
醒人，用诗的语言理直气壮地回答: “山好水好都
因儿女好，/母亲祖国该自豪。”［14］

这里为照顾诗韵而用的“好”，与“美”同值。
任何自然风物、社会事物亦然，都不是天然就美，
都是因人才美，世间不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

化的美。
这一中国传统美学观点，现代阐释认为: 自然

风物，如奇花异草，苍松翠柏，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

等，它们本来的状态，无美可言，不是美学对象，只

是自然科学的对象。自然风物的表象( 已不完全
是物) 只有同人的情相结合形成意象( 已不是

物) ，已加入了人们的评价和创造成分，才成为美

的本体或审美对象。情景双向对象化，情景交融
是意象的基本规定，情和景的统一是意象的基本

结构。总之，美是主客观的统一，美既不全在物，
也不全在心，而在心和物构成的关系上，美在意

象。［15］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我们提供了理解
社会美的范本。他的《桂林山水歌》为我们提供
了理解自然美的范本。“云中的神啊，雾中的
仙，/神姿仙态桂林的山! /情一样深啊，梦一样
美，/如情似梦漓江的水。”［16］

从中冷静地体悟自然风物的象同人建立的审

美关系: 人，触景生情; 景，因人有神。情景融合，
美不胜览; 情景分离，美在哪里? 在这里，在心和

物的审美关系面前，稍不留神，就会陷入心和物孤

立的误区，而迷失寻美的方向。
贺敬之正确处理了诗美创造过程的三层关

系，保证了诗美创造的成功探索。首先，正确处理
了人和美的关系，要先做战士，再做诗人，以保证

诗歌内容的正确方向。其次，正确处理了诗歌双
重题材的关系，情和景，忽视任何一方，诗歌创作

都不能正常展开。最后，正确处理了诗歌创作过

程中情和景双向对象化的关系，情处于制导地位，

景处于服从地垃，写诗要用入事的忘我激情把景

激活，景要提升充实情，双方互相规定影响，共同

提高诗美意象。
打开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，情饱满，一气呵

成，景充实，深邃富有，美的规律是其诗歌创作花

繁叶茂的深根; 创造美的规律，形象思维，是其诗

歌创作花繁叶茂的阳光雨露。
形象思维是审美的思维，是创造艺术美的思

维，贺敬之是形象思维的大师，他在政治抒情诗的

创作中，能化寻常为神奇，化平凡为伟大，能拨云

见日，点石成金，政治和诗歌结合得含而不露，天

衣无缝。这方面的经验，他不仅想成熟了不说，用
成熟了也不说。所以我们只好从他诗歌创作和谈
诗的踪迹中去琢磨。

20 世纪中叶，毛泽东在同陈毅讨论诗歌创作
问题时曾指出:“诗要用形象思维，不能如散文那
样直说，所以，比，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。”［17］显
然，形象思维是塑美的艺术思维。它区别于求真
的科学思维的突出特点是含蓄、形象、抒情。塑美
的思维与求真的思维关系如何呢? 长期以来，贺

敬之以他成功的诗歌创作实践，对此有明确回答:

“过去和有的同志谈到诗歌创作，我讲过五个字:
真、深、新、亲、心。‘真’就是要真实，虚假的不
行;‘深’就是要深刻，文字可以浅显，但内容要深
刻;‘新’就是要新鲜，艺术贵在创造，而不能总是
老一套;‘亲’就是要亲切，具体讲是要民族化、大
众化、让群众喜闻乐见; ‘心’就是要抒心中之情，
发内心之声。在这里‘心’是最重要的。”［18］贺敬
之总结出了贯穿诗歌创作的五大要素。其中，前
两项“真”和“深”，是关于诗歌创作的主题和思想
内容的，这要靠抽象思维参照形象思维来把握。
后续的“新”和“亲”，是关于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
的，这要靠形象思维参照抽象思维来把握。最后，
两种思维形式在“心”即“情”的统摄下达到思想
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，实现五要素综合的诗艺

整体。如《雷锋之歌》开篇深沉地低吟: “假如现
在啊 /我还不曾 /不曾在人世上出生，/ /假如让我
啊 /再一次开始 /开始我生命的航程——— / /在这广
大的世界啊，/哪里是我 /最迷恋的地方? / /哪条
道路啊 /能引我走上 /最壮丽的人生? / /面对整个
世界，/我在注视。 / /从过去，到未来 /我在倾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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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”［19］

这里用诗的语言，所表述的就是抽象思维同

形象思维相结合的综合思维行程。单纯一种思维
方法，不会有这里的严密逻辑同生动形象的结合。
贺敬之在答问时还曾强调: “我在《雷锋之

歌》中所剖析的主体不是简单的人，而是力求精
辟地表达我所理解和我所感受的时代足音和人民

心声，力求尽可能地体现出应有的广度和深度、厚
度和力度。”［20］这里，作者对人，我，是谁? 为谁
活着? 怎样做人的剖析; 对人，我，应该怎样生，路

应该怎样行的揭示，显然不是单纯运作想象和意

象的形象思维可以承担的，必须有理性的抽象思

维相伴相辅助。而且，作者用“剖析”、“理解”和
“感受”三个概念已明确表明两种思维的并行不
悖。《雷锋之歌》在总结雷锋成长道路时写道:
“雷锋: /你青春的生命，/在毛泽东思想的 /冲天
火光中，/升华…… /升华…… / /你前进的脚步，/
在《毛主席选集》的 /光辉篇章 /那真理的 /阶梯
上，/攀登…… /攀登……”［21］

综上所述，我们通过分析和合理猜想，贺敬之

的诗歌创作过程，不仅是复杂的形象思维过程而

且有复杂的抽象思维过程相伴随。诗歌创作过程
中主线、实线、明线是形象思维，其辅线、虚线、暗
线是抽象思维。这样，体验和反映，感悟和理性，
意象和概念，意境和判断，想象和推理，不断换位

渗透，互为前提，互相依存，互相校正，互相吸收充

实自己，互相对象化，以实现诗歌创作内容和形式

尽可能地完美统一。
每当打开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卷，他创作的

诗歌形象，高大新鲜，美轮美奂; 他创作的诗句，如

同纪念碑上闪光的警句; 他的生活体验深沉警策，

意味无穷。有记者问: “你认为，自己在创作中最
值得汲取的经验是什么?”贺敬之回答道: “我觉
得自己每写一首诗，都是灵魂的重新冶炼，情感的

高度释放。”［22］这是至理名言，既专业又经典。
它明确了诗歌形象生成，在思维行程中两次飞跃。
诗歌创作启始，诗歌题材感性存在的象( 已

不是客观存在的物) 是形象思维的起点，又叫形

象思维行程的肯定阶段，处于肯定方面的象，充分

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它的某些特有状态，刺激诱导诗

歌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，以之相适应匹配。情和
象在相互区别互动中，相互交换信息，相互修正校

对，实现情象对立统一中的双向对象化，诗歌创作

最基础的“意象”形成。情象交融是意象内涵的
基本规定。这就是贺敬之内心世界的“灵魂的重
新冶炼”，由题材的情和象飞跃为再炼了的胸中
之魂诗的意象，进入了形象思维行程的第二阶段，

即否定阶段。情，充分发挥自己能动、主导、再造
之优势，锻思炼艺，陶情明志，寻言觅句，力求通过

语言把胸中之诗变成胸外之诗，再造一个情象交

融的意象境界。为此，诗思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
维并行不悖的氛围里，在情思和诗艺的选择比较

中，想象的精灵尽可能把胸中之诗变成更高更理

想更典型的胸外之诗，即贺敬之说的“情感的高
度释放”，诗歌创作完成了第二次飞跃，形象思维
行程进到了综合的相对完整的否定之否定阶段。
贺敬之如下一段话，可以看作如上两次飞跃

的补充。“《雷锋之歌》是我在灵魂的巨大冲击下
写成的，整个过程漫长而艰辛，但又充满豪情，一

种雄浑深沉的情绪总是伴随着我”。［23］

一部长篇政治抒情诗，形象思维围绕意象的

生成、置换、升华、完善，要有无数个两次飞跃和否
定之否定来支撑，诗歌形象才能在诗思的波浪式

闪光和螺旋型上升中逐步辉煌。贺敬之在形象思
维规律的规范中，获得了诗歌创作的自由。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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